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９年　　第 ７ 期

·专题研究·

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阎 步 克

［摘　要］《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名，可称“五爵”。“五爵”袭用了商与西周的爵、觚、

觯、角、斝之名，实际已是容量概念了。礼家称其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共五等，还有一个“凡诸觞

皆形同，升数则异”的旧说。“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可以在战国宴乐图中得到印证。“五爵”皆为筒形。它

们容量有别，而器形无异。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可概括为“容量化器名”。这种酒器命名策略服务于

“以小为贵”原则，令尊者使用容量较小的酒器、卑者使用容量较大的酒器，以此标识身份高下、强化等级秩

序。这就构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奇特等级酒器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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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器物类型学对酒器的分类定名，商周酒器之自名以及礼书所见酒器之名，三者并不一致，应予
区分。建立了这样的明确意识，对礼书中所见酒器之名的理解，就会稳妥一些了。《仪礼》所见饮酒器
有爵、觚、觯、角、散五种，借用孔颖达的提法，五者不妨简称为“五爵”（详后）。“五爵”袭用了商与西周
的爵、觚、觯、角、斝之名，但名同实异，实际已是容量概念了。《韩诗外传》云五者容量分别是一、二、
三、四、五升，共五等。礼家又有一个“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的说法，即如：三升之酒器就称为觯，
四升之酒器就称为角，以此类推。赘言之，在礼家那里，“五爵”之别就是容量之别，而不是器形之别。
“五爵”的称谓原理可称“容量化器名”，这种酒器命名策略，服务于“以小为贵”原则，用以维系等级秩
序。“五爵”的研讨，将向人们展示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异常奇特的等级酒器礼制，它通过在饮酒礼
上视身份而随时换用大小不同的饮酒器，来区分贵贱亲疏。这足以显示先秦等级礼制所达到的无与
伦比的精致程度。下面试做阐述①。

一　礼书“五爵”与商周“五器”

学者有“无酒不成礼”之说，“酒”在上古典礼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酒器便也就具有了特殊意
义。“酒”从酉，或说“酉”是原始盛酒礼器———尖底瓶的象形。新石器后期，陶质的爵、觚、杯、尊、壶、
罍、盉等多种容器，被认为属于酒器。二里头文化出现了多件青铜酒器。商周青铜酒器蔚为大观。殷
商中后期的酒器，占到了青铜礼器的２／３以上。酒器形制多样化了，酒器名目也多样化了。

把“酒器形制多样化”“酒器名目多样化”分两项陈述，是因为形制与名目的关系可能比初看上去
复杂一些，未必是“一型一名”那么简单。古器物之分类定名，主要依据是实物器形、文献记载与器物
自名。“给铜器定名，历来不外乎三法：据其形态定名、据文献记载定名、据其自名以定。”②同时在三
法并用之时，三法间也存在着不重合处，是不能忽略的。

人们在文物考古词典中所查到的器名，是现代分类定名。这时的器名虽来自传统，分类则严格依
照器形，遵循科学原则，尽可能地避免交叉重叠。还有一种器物称谓是“自名”。商周器物铭文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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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青铜器自名代称、连称研究》，李圃主编：《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３７页。



时可以看到那件器物的“自名”。“自名”会因时因地而异，与现代的分类定名未必一致。这时候是否
恪守“名从主人”，就会成为问题。旧藏品滕侯苏簋，器形为盨，自名是“簋”①；西周早期的两件长隹
爵，器形像爵，自名“长隹壶”②；平顶山出土的一件青铜提梁卣，自名是“用壶”③；岐山出土的一件铜匜
自名为“盉”，一件铜盉自名为“盘”④；形制为鬲而自名为“鼎”的铜器，多至十几件⑤。尤其是功用相近
的器物，器名相混的例子就更多一些。

第三种情况，是礼家所使用的酒器名称，一定程度上又自成一格，既不尽同于现代器形分类，也不
尽同于器物自名。这里的“礼家”，通指商周礼乐人员及东周以后的礼书作者、礼制学者。他们维系着
一个源远流长的礼乐传统，在其礼乐传统之中，酒器之名服务于实用性的行礼需要，含有“建构”成分，
故云“自成一格”。礼家的酒器称谓，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陈述、申说的。

有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现代器物分类中，“尊”特指那种圈足长颈敞口粗身的盛酒器；在铜器铭
文中，“尊彝”是礼器总名⑥；而在礼书之中，“尊”是盛酒器之通称。又如“爵”，在现代器物分类中，指
那种三足有流的商式爵；在器物自名中，却有两件伯公父勺———或称伯公父斗、伯公父瓒，自名为
“爵”⑦，但其器形与三足之爵绝异；同时在礼书中，“爵”是饮酒器之通称，或容量一升的饮酒器之称，
肯定不是那种三足有流的商式爵。

礼家把饮酒器记述为五：爵、觚、觯、角、散。经学家云“然则饮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总称为爵”⑧。
这种饮酒器通称“诸觞”或合称“五爵”；对“五爵”之外的饮酒器，例如觥，就说“不在五爵之例”。《仪
礼·特牲馈食礼》：“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⑨在这个陈述之中，恰好“五爵”具备。“五爵”与
“诸觞”之称，都意味着在礼家那里，爵、觚、觯、角、散五者已形成一个“组合”了。那么这五器具体是什
么样子呢？若检阅文物考古词典，结果大致如次：

　　爵：有流、尾、鋬、柱的三足酒器。

觚：侈口细颈、状若喇叭的饮酒器。

觯：侈口、束颈、深腹、圈足的饮酒器。

角：形状似爵、但无流无柱的酒器。

散：或说散系“斝”字之讹，斝是一种二柱、一鋬、无流无尾的酒器。

从现代器物分类看，爵、觚、觯、角、斝首先是五种不同器形。对这种器形意义上的爵、觚、觯、角、斝，为
表述简便，本文称之为“五器”。

罗振玉提出了“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散、斝信为一物”之说瑏瑠，王国维又列举五项证据，予
以补强。王国维的证据之一，是１９０１年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曾为端方所收藏的所谓“柉禁诸器”，
其中恰有爵一、觚一、觯二、角二、斝一，五者比之《特牲馈食礼》所记，“数虽不同，而器则相若”瑏瑡。“器
则相若”是就器形而言的，器形之标准，则是包括王国维在内的现代学者对爵、觚、觯、角、斝的形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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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谓“柉”当作“棜”，为商周酒器的器架之称。



图１　商与西周的“五器”

义。虽然工艺考察显示，“柉禁诸器”中跟禁
真正配套的只有两卣、两觯、一尊五件①，但
从商到周初，爵、觚、觯、角、斝确是主要酒
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安阳西北冈一个墓葬
中发现了三组酒器，其中一组含爵二、觚一、
觯二、角形器一、斝二、卣一、方彝，共十
器②，也是“五器”俱全。殷墟四期酒器表
明，觚、爵一直是最重要的酒器组合，是为“重
酒的组合”③，其套数可分八等，最显赫的权贵
可拥有五十套之多④。觚、爵又可配之以斝。
第二期出现了觯，第三、四期又出现了角⑤。
早周的青铜酒器中，觯的比例增大，占到了

３０％，爵占２７％，觚占１１％⑥。就是说“五器”
是真实存在的，商至周初确实有“五器”存在
着、被使用着。故马承源谓：“《特牲馈食礼》
与古墓发掘的情况基本相符。”⑦

罗振玉、王国维以“斝”当“散”，引礼书以为证，朱凤瀚指出其论证仍有不足：“斝”并不是器物自
名，而是宋人的定名；那种器形在西周早期之后就消失了，“即使宋人定名为斝本于东周礼书，说其即
礼书所言之斝也是缺乏根据的”⑧。这一论述触及了两个关键：宋人之命名是否合理可靠，“五器”的
通行时间与礼书所述礼制的时段是否错位。

“角”也有类似问题。角也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命名；此种器形存在于殷代与西周早期，然后
就不见了。“觯”也有类似问题。觯也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命名；器物有自名为端、为鍴的，王国维
说端、鍴就是觯的同音假借字⑨；觯形器存在于殷中期到西周早期，此后就很罕见了瑏瑠。“觚”也有类似
问题。觚也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命名。若论自名，觚也许应称“同”瑏瑡。觚形器自西周中期开始就
不再使用了。“爵”也有类似问题。爵是象形字，把那种有流有柱有鋬的三足器称之为“爵”，从字形看
并无问题，但这种爵只通行于二里头文化到早周，其后基本消失了。郭宝钧概括说：“殷商盛用的爵、
觚、斝、觯、角到西周中叶即中绝。”瑏瑢

朱凤瀚论爵：“凡此东周文献所言及之爵，或是饮酒器总称，或是酒器专称，但皆不会是指上述商
西周时期的铜爵。”论觚：“东周礼书如《仪礼》中常见的觚，其形制亦不宜以此种通称为觚的铜器器形
去想象之。青铜觚至西周中期后已不再使用，所以其当非东周礼书中所见用为盛酒器的觚。”论觯：
“东周礼书中经常出现作为饮酒礼器的觯似不大可能即是宋人名其为觯的铜器。”论角：“此种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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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所言之角容量颇大，似与上述宋以来所称之铜角容量不合，当是另一类酒器。”①这就基本否定了
“五爵”与“五器”之为一事。

进而从用途说，爵、角、斝三者同属一系，学者认为它们并不是饮酒器，而是煮酒器或温酒器②。
也就是说，“五器”的构成其实是“温酒器＋饮酒器”。温酒器与饮酒器相搭配并非不合理，以爵温酒而
以觚饮酒，顺理成章。可问题在于，礼学“五爵”乃是一个纯饮酒器的组合，其中的爵、角、斝用于饮酒
而非温酒。商与西周温酒器有爵、角、斝，饮酒器有觚、觯、杯及尊，由此而言，宋人给“五爵”命名时，五
个器名所面对的是六七种器形，从范围说相去不远，虽难免“误打误撞”，也没准儿“歪打正着”。但宋
人是上承礼书、把“五爵”全部视为饮酒器的，这个矛盾就很大了。

周初有“制礼作乐”之事，“周礼”奠基。发展到春秋，古礼之丰满精致，明显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大为
程式化、体系化、数列化了。礼书编纂在战国初蔚然成风，其所记录的，主要为春秋以来的古礼发展成
就。所以我们认为，礼书“五爵”应视为春秋礼制。问题发生了：爵、觚、觯、角、斝“五器”自早周之后便已
消歇，在春秋典礼上已不被使用了，那么主要记载春秋礼制的礼书，其中的“五爵”会是商周“五器”吗？
宋人以“五器”释“五爵”，认为这理所当然。例如吕大临《考古图》所列之爵，其器形为商氏爵，却又引用
《仪礼·乡饮酒礼》及《士虞礼》所述之爵为证③。而我们就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了：礼书所谓的爵、觚、

觯、角、散，已另有所指。由此，前文所揭“礼家的酒器称谓自成一格”的论点，就有辨析的必要了。本文
还相信，从“五器”到“五爵”不仅仅是一个“名实贸迁”问题，还涉及了“称谓原理”或“命名策略”。

二　“五爵”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礼记·礼器》有一段论述，把饮酒器和盛酒器的使用原则，概括为“以小为贵”。其时所举的酒器
及后儒注疏对之的解说征引，对理解“五爵”是举足轻重的。请看：

　　《礼记·礼器》：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郑玄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孔颖达疏：“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皆《韩诗说》文。按《异义》：“今韩诗说：

一升曰爵。爵，尽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三升曰觯。觯，适也，饮当自适也。四升曰角。角，

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五升曰散。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

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过，廓然明著，非所以饷，不得名觞。”④

孔疏指出，郑玄注中“诸觞”云云，是在征引“《韩诗说》文”，随即孔疏通过许慎的《五经异义》，更详细地
传述了《韩诗说》的相关内容。又孔颖达之《毛诗疏》《左传疏》也都征引了“韩诗说”，所引内容略同。

据《汉书·儒林传》所述，文景之时有燕人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汉书·艺文
志》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共四种韩诗学派的著作。
其第四种名为《韩说》。“说”是什么性质的书呢？《后汉书·孔奋传》：“奋晚有子嘉，官至城门校尉，作
《左氏说》云。”李贤注：“说，犹今之疏也。”⑤《春秋》为“经”，《左氏》为“传”，《左氏说》之“说”被认为相
当于“疏”。以此类推，则《诗经》为“经”，《韩诗外传》为“传”，《韩说》似乎就相当于“疏”了。王先谦认
为，《韩说》乃韩婴徒众所传⑥，其说可从。然而《五经异义》所征引的“韩诗说”，就是《汉志》所记之《韩
说》吗？孔疏“皆《韩诗说》文”一语，明显是拿“韩诗说”当书名了。但《五经异义》⑦引先儒之说，多采
用“今春秋公羊说”“古春秋左氏说”“礼戴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尚书说”“古诗毛说”“今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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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分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１５７、２４３、２５１、１６８页。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４５页。朱凤瀚：“出土斝中，外底多有烟熏痕迹，内里有白色水锈。”“说明斝确是用以受
热温酒的酒器。”氏著：《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１６８～１６９页。吴伟认为斝是用来和酒、滤酒的，见其《铜斝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第９页。

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９页上栏、１１０页下栏。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３３页上栏、中栏。

范晔：《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０９９页。

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６９页下栏。

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说”之辞。厉承祥同学据此指出，《五经异义》的“××说”只表示某说法出自某一学派，但还不能径视
为书名①。其说可从。故对孔疏引《异文》之“韩诗说”，这里不用书名号，只用引号。

关于“五爵”，贾公彦《仪礼疏》所征引的是《韩诗外传》，而不是“韩诗说”。《仪礼·士冠礼》贾疏：
“案《韩诗外传》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士昏礼》贾疏同②。《韩诗
外传》的这段文字，较前述“韩诗说”为简，“韩诗说”显有增益，增益当是韩诗后学之所为。在下表中，
其左栏所列为《韩诗外传》之文；其右栏所列，目前推断为“韩诗说”之所增益：

表１　《韩诗外传》与“韩诗说”内容推定列表

《韩诗外传》 “韩诗说”

凡觞，

一升曰爵。 爵，尽也，足也。

二升曰觚。 觚，寡也，饮当寡少。

三升曰觯。 觯，适也，饮当自适也。

四升曰角。 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

五升曰散。 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

总名曰爵，其实曰觞。 觞者饷也。

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 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过，廓然明著。非所以饷，不得名觞。

其中“凡觞”二字来自郑玄注，这两个字与后面的“一升曰爵……”之文浑然一体，也应视为《韩诗外传》
原文③。

“韩诗说”对爵、觚、觯、角、散几个器名，用声训之法，解作尽、寡、适、触、讪。这样的解释有踵事增
华、甚至穿凿附会之嫌，本文置之不论。至于《韩诗外传》所见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都是容量
之辞，它们就至关重要了。对这些“若干升”的容量之辞，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
散”之“爵”意谓此器容量一升，“散”（斝）意谓此器容量五升，仅此而已；“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之“觯”
意谓此器容量三升，“角”意谓此器容量四升，仅此而已。也就是说，组成“五爵”的爵、觚、觯、角、散
（斝），并非商西周之“五器”———“五爵”乃是容量概念，而非器形概念。

礼文化在演进中孕育出了这样一个礼俗：尊贵者的饮酒器较小，卑贱者的饮酒器较大，是为“以小
为贵”④。东周礼制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数列化”，相应地饮酒器也“数列化”了：饮酒器逐渐固定为
五种，其容量逐渐形成为一至五升的等差数列，以便精细区分贵贱尊卑。这就是对“以小为贵”的具体
落实。在这时候，爵、觚、觯、角、散（斝）五个器名，被拿过来用以指称五等饮酒器，是即“五爵”。

宋人是拿了礼书所见之爵、觚、觯、角、散（斝）之名，反过来为商周“五器”命名的，这是学者常识。
可是，礼书中的爵、觚、觯、角、散（斝）五名又是从哪儿来的？是春秋礼家新造的，本无其名呢？还是渊
源有自，商周本有哪些器名，尽管未必是宋人所论定的那几种器形呢？从字形上看“爵”就是爵形，则
“爵”是可以视为本名的。那么商周本有“爵”之一名，指三足有柱有流温酒器，但这种爵到春秋早已消
失了，“爵”被礼家转指一切饮酒器以及一升之饮酒器了。这里还有一个情节：西周到了某个时候，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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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这是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我的讨论班上，厉承祥同学提出的看法。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５１页中栏、９６３页下栏。《大射礼》贾疏又引作“案《韩诗传》云”（第１０４０页下栏），“韩诗传”应
是“韩诗外传”之省写。

附带说，若本文之说成立，则“韩诗说”对《韩诗外传》的增益部分，王谟、黄奭、宋绵初、范家相等将之辑入《韩诗内传》，便不尽
妥。分见王谟《汉魏遗书钞》经翼第一集（嘉庆三年刻本）；黄奭《黄氏逸书考·汉学堂经解》（道光黄氏刻、朱长圻补刻本）；宋
绵初《韩诗内传征》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７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８页下栏；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卷
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３２页上栏。隋唐之时，《内传》四卷与《外传》六卷
被合钞为一了（参用杨树达说），所以被贾疏引为《外传》者，也不无可能是《内传》之文，把它辑入《内传》未必尽非；但《内传》

应比《外传》文字更简，仍不当含有“韩诗说”之后学增益之文。

我已另成《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一文（待刊），认为饮酒器之所以“以小为贵”，意义在于体现高贵者的“节制”与“教
养”。此不赘论。



酒时已不再温酒了，详见第三、四节。饮酒习惯的这个变化，没准儿就是三足器爵、角、斝退出历史舞
台，“爵”名发生转移的一个动因。若然，这种器名转移还将把角、斝卷入其中。罗振玉、王国维认为
“斝”是个象形字，像斝之形。李零认可这个意见：斝“名字是宋人起的，但器形与商代甲骨文中的‘斝’
字相像，定为‘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①。《诗经·大雅·行苇》：“洗爵奠斝，醯醢以荐。”②是西周本有
称“斝”之器。则“斝”也是某种酒器之本名。又如前述，器物有自名端、鍴的，王国维云是“觯”的同音
假借字。青铜器自名使用通假字的不是特例，还能找到若干。则“觯”也可能是某种酒器之本名。在
“本无其名”与“袭用旧名”两种可能中，后者的可能性似乎偏大一些。我们目前推定，“五爵”是袭用旧
名而非新造。

为什么礼家要袭用旧名呢？因为那样便利。说“爵”就是一升之器，说“觚”就是二升之器……这
对礼乐人员的陈设赞导，对饮酒者的献酢酬，甚为简捷。打个比方：典礼进行到了某个环节，赞礼者走
过来说“请您使用一升之饮酒器，请您使用二升之饮酒器”，听起来是比较烦琐的；若改云“请您用爵，
请您用觚”，就简便多了。虽是借用旧名，但当事人心领神会，知道这时的爵、觚指的是两种大小不同
的饮酒器。由此而约定成俗。而礼书作者就照礼乐人员的职业习惯，把那些酒器称谓秉笔直书、如实
记录了。所以我们说，“五爵”称谓是自成一格的，所指已非“五器”，这不仅仅是“名实贸迁”的问题，还
包含着称谓原理或命名策略的变化：“五爵”是“依容量而定器名”“依用法而定器名”的，同“五器”的
“依器形而定器名”，在原理上大相径庭。“五爵”系“礼学话语”，而非“器物类型学话语”。

屈万里觉得“韩诗说”不大可信：“汉人已很少能够见到先秦的彝器，自不免传闻异辞。而且，《韩
诗说》把每一件酒器的名称，都穿凿附会地加以诠释。”③“韩诗说”对器名的解释，无疑是穿凿附会；但
《韩诗外传》及“韩诗说”的容量传述，我们不认为是汉人穿凿附会、传闻异辞，不能用器形来贸然否定。
还有若干先秦资料可以印证其容量传述。

《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
则一豆矣。”④这便从两方面强化了前述论点：第一、“爵一升，觚三升”系容量概念；第二、“献以爵而酬
以觚”表明这里所说的爵、觚是礼器，是在饮酒礼上用于献酬的。《考工记》大约是齐国官书，主体内容
约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其大部分记述是漫长累积的成果。而《仪礼》大约是战国初年开始编纂的，与
《考工记》成篇的时代约略相近。然则“五爵”体系确系东周旧礼。

《考工记》的“觚三升”之文与《韩诗外传》的“觚二升”并不一致，相差一升。为此许慎在《五经异
义》中质疑《韩诗》：“谨按：《周礼》‘一献三酬当一豆’，即觚二升，不满豆矣。”相应地，其《说文解字》便
有了如下训诂：“觯：乡饮酒角也。《礼》曰‘一人洗举觯’。觯受四升。”“觚：乡饮酒之爵也。一曰觞受
三升者谓之觚。”⑤这“觯受四升”之说，后来还被应劭采纳了⑥。为什么许慎要说“觯受四升”呢？因为
他赞成《考工记》“觚三升”之说，所以就得把觯增为四升，以使二者在容量上区别开来，否则阐述礼书
时就会出现麻烦。而这样一来，觯就跟角一样大了，所以许慎又说“乡饮酒角也”。正如王先谦评曰：
“许以‘觚’为三升，故云‘觯受四升’，混‘觯’于‘角’也。”⑦这就耐人寻味了。为什么觚为三升，觯就得
增至四升呢？不增不行么？觚、觯一样大不好吗？这样提问，就让一个事实更清晰了：这里的觚、觯均
系“容量化器名”，容量区别是必需的。许慎刻意强调“乡饮酒角也”“乡饮酒之爵也”，其“乡饮酒”三
字，表明这是礼学意义上的觚与觯，跟饮酒礼息息相关。在饮酒礼上，觯是比觚大一升的酒器，若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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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李零：《关于铜器分类的思考———自其不变而观之》，收入氏著：《出山与入塞》，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５５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３４页中栏。

屈万里：《兕觥问题重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４３本第４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３７页。
《周礼·冬官·考工记》贾公彦疏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２５页下栏。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下《角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９４页。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注引应劭曰：“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６６页）由“受四升”三字，知应劭是以“卮”当“觯”的。王国维指出：“其说本于叔重，是觯、卮为一之证也。”见
其《观堂集林》卷六《释觯觛卮》，第２９１页。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卷耳》，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页。



觯无别，如何体现“以小为贵”呢？可见许慎也深谙礼家“容量化”的命名策略。“容量化器名”似是礼
学共识，它们是针对特定典礼的，在这些典礼上才有效。

当然人们会问：若觚为三升，那二升的饮酒器是什么？许慎并没提供下落。他努力区分觚、觯，却
混淆了觯、角；他的眼光集中于乡饮酒礼，却忽略了《仪礼·特牲馈食礼》中觯、角明明各为一器；《礼
记·礼器》有明文“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若觯、角相混，则尊卑无别了。郑玄的《驳五经异义》后来居
上，提出觯有一个从角从氏的写法，这写法很容易被讹为觚字，故《考工记》的“觚三升”系“觯三升”之
讹；“豆”当作“斗”，“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等于是说“一爵三觯则一斗”了，一斗就是十升。贾公彦《周
礼疏》又引马融：“又南郡太守马季长说：一献而三酬则一豆，豆当为斗，一爵三觯相近。”①则在郑玄之
前，马融已有“一爵三觯则一斗”的意见了。马融不但赞成“一升曰爵，二升曰觚”②，还赞成三升曰觯。
若依马、郑，《考工记》便跟《韩诗外传》完全一致了。此后刘敞又称“献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计之
为四升，四升为豆”，认为“一爵三觯”的一、三不是献酬之数而是升数，“豆”不必破读为“斗”。孙诒让
虽认为刘敞论一、三及豆“其说甚确”，但也承认“郑读觚为觯，是也”③。若然，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
之说并没有动摇。查《仪礼·乡饮酒礼》：“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主人实觯酬
宾。”④是主人献宾用爵，自饮酬宾用觯。则《考工记》的“献以爵而酬以觚”的“觚”字，确实是作“觯”稍
好，“觚”系传写之讹。

贾公彦《周礼疏》又记：“《礼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觯大三升。’是故郑从二升觚、三升觯也。”这部
《汉礼器制度》的作者是叔孙通。叔孙通在秦朝被征为博士，在汉朝为刘邦制朝礼，在礼制史上，他是
承周启汉、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之一。贾氏评价曰：“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
故郑君（玄）依而用之也。”⑤郑玄、贾公彦都认可《汉礼器制度》的礼学价值，认为它“多得古之周制”。
叔孙通的礼学素养，当然是上承先秦礼学传统的。“觚大二升，觯大三升”之制，应即“古之周制”。《汉
礼器制度》引述这个先秦旧礼，推测是为了汉家制礼之需。那么在《韩诗外传》之前，还有《考工记》《汉
礼器制度》两种文献，也记有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之制，印证了“因容量而定器名”与“因用法而定器
名”的礼制存在。

在“五爵”之外，毛诗学者还有一个“觥大七升”之说。许慎《五经异义》：“韩诗说：‘觵五升，所以罚
不敬也。’……诗毛传说：‘觵大七升。’许慎云：觵罚有过。一饮七升为过多，当谓五升是也。”⑥“觵”即
用于罚酒的觥。那么又有了一种称觥的饮酒器事涉容量，毛诗一系的经学家也在传述着“容量化器名”。

三　业务需要与政治需要

我们认定“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称谓原理”呢？借用现代语词：一是
为了“业务需要”，二是为了“政治需要”。业务需要，就是能给礼乐人员的陈设、赞导及饮酒者行礼提
供便利；政治需要，就是通过“以小为贵”酒器设计，来维系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秩序。

下面再举几个细节，继续观察基于“业务需要”的命名策略。

１．盛酒器名之容量化：缶、壶、瓦甒
跟饮酒器一样，在先秦古礼上，盛酒器的容量也遵循“以小为贵”。《礼记·礼器》：“五献之尊，门

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郑玄注：“五献，子男之飨礼也。壶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
小未闻也。”郑玄未闻缶之大小，那缶之大小是什么情况呢？孔颖达云“缶在门外，则大于壶矣”⑦，这
是较稳妥的估计；王夫之则很大胆，断言“（缶）当倍壶，容二石也”⑧。我们认为三种盛酒器名也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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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⑧

④⑦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２５页下栏，９８１页下栏、９８４页上栏，１４３３页中栏。
《论语·雍也》何晏集解：“马曰：觚，礼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７９页中栏。

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３８６、３３８９页。

分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２５页下栏、６７１页中栏。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孔颖达疏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１３页中栏。

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一○《礼器》，《船山全书》第４辑，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８９页。



量之辞，瓦甒、壶、缶分指五斗、一石及大于一石之器，由此而体现了“以小为贵”。
又查《仪礼·燕礼》，燕礼之盛酒器恰好也是三等：两个“瓦大”、两个方壶与两个圆壶；又查《仪

礼·大射》，大射礼之盛酒器恰好也是三等：“膳尊两甒”、两个方壶与两个圆壶①。这三等盛酒器，分
别供公（即国君）、卿大夫与士旅食者使用。《仪礼》所述三等盛酒器与《礼器》所述具有一致性，即如：

表２　三等盛酒器列表

飨礼 瓦甒 壶 缶

燕礼 瓦大两 两方壶 两圆壶

大射礼 膳尊两甒 两方壶 两圆壶

使用者 君 卿大夫 士旅食者

容量 五斗 一石 大于壶

从容量说，五斗大的就称瓦甒，一石大的就称壶，更大的就称缶；从用法说，给君主用的就称瓦甒，给卿
大夫用的就称壶，给士用的就称缶。至于所谓瓦甒、壶、缶实际是什么器形，须另行推求。我们认为，
瓦甒、方壶实际都是青铜罍。这是从“唯君面尊”“尊壶者面其鼻”这两个摆放酒尊的规矩推论而来的。

在礼乐人员陈设典礼之时，方壶与瓦甒要正面对着君，叫“唯君面尊”；正面就是有鼻的一面，所以
又有了“尊壶者面其鼻”的操作规范，提示尊鼻要向外对着人。青铜罍的下腹部铸有一个兽首凸起物，
是为“尊鼻”，所以青铜罍就是“尊鼻”之最典型代表。又， 是罍之变体。陕西凤翔县出土的一件青铜
自名“尊甒”，学者因云甒是 的别称②。赘言之，从“唯君面尊”和“尊壶者面其鼻”二事推测，飨礼、
燕礼、大射礼上名之为甒、为壶的饮酒器，其实物实际是罍。战国铜器上的宴乐图纹饰所见酒壶，多敛
口广肩、下腹收敛，呈罍形，也可为证。可参本文第四节提供的图像。对此我已有专文加以讨论③。
总之，在商周古礼的发展历程中，春秋礼乐人员袭用了更早时期的甒、壶之名，以转指五斗小罍、一石
大罍。故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云：“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异。”④甒、壶、缶三者，由此也变成“容量
化器名”了。罍与甒、壶、缶的关系，类似于“五爵”与“五器”之关系。

２．依容物不同而定器名：壶与罍
礼书中也把一些特定用途的礼器称为“罍”。《仪礼·少牢馈食礼》：“司空设罍水于洗东，有

枓。”⑤学者因云，罍既是酒器，也兼为水器。郑玄注：“凡设水用罍，沃盥用枓。”这个“设水用罍”之语，
启迪了我们的又一个怀疑：在礼乐人员陈设某种典礼时，为了便利，对盛了酒的容器就称“壶”，对盛了
水的容器就称“罍”。前面提到，礼家命名策略的独具一格之处，在于“依容量而定器名”及“依用法而
定器名”，“设水用罍”或即“依用法而定器名”的一个例子。

３．因容酒状态而定器名：觞与觯
前引“韩诗说”记曰：“总名曰爵，其实曰觞。”“实”就是斟满了酒的状态，斟满了酒的爵就特称为

“觞”。《说文解字》：“爵实曰觞，虚曰觯。”⑥“虚”就是尚未斟酒的状态，尚未斟酒的空爵就特称为
“觯”。则礼家以“爵”为饮酒器之通称，以“觞”为盛满酒的爵之通称，以“觯”为尚未斟酒的空爵之通
称。《礼记·投壶》：“命酌曰：请行觞。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⑦“命酌”“当饮”“赐灌”等
辞，是斟了酒的饮酒器称“觞”之证。《礼记·檀弓下》：“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
废斯爵也。”⑧这位“公”就是晋平公，他说的“斯爵”就是杜蒉“扬”的那个觯。那个觯刚刚被洗干净，其
中无酒，恰好符合“虚曰觯”，是尚未斟酒的空爵称“觯”之证。觞、觯这两种器名，又变成了饮酒器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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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０１５页上栏、１０２９页中栏。

凤翔县博物馆：《凤翔遗珍———凤翔县博物馆藏精粹》，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７页；王宏：《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
与研究·青铜罍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２页。

详见拙作：《“尊壶者面其鼻”辨：〈礼记·少仪〉一个文句的注译问题》，待刊。
《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４８页上栏。

⑦⑧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１９８页上栏，１６６６页上栏、中栏，１３０５页下栏。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下《角部》，第９４页。



种状态之名，这是很“实用主义”的。依用途、用法而定器名，便能增加“业务便利度”。

４．觥：罚爵之“容量化”
前已述及，觥是被用于“罚不敬”的，是为“罚爵”。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兕觥”，用于日常饮酒①。

兕觥以犀角制成，也有用牛角及铜木仿制的，通称“角爵”。礼学意义上的觥，则特指典礼上罚酒的角
爵。《诗·周南·卷耳》郑玄笺：“觥，罚爵也。飨燕所以有之者，礼自立司正之后，旅酬必有醉而失礼
者，罚之亦所以为乐。”“《韩诗》云容五升，《礼图》云容七升。”毛诗学者也认为觥的容量是七升。查《仪
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诸礼，皆有立司正以监酒之环节。孔颖达：“觥是觚、觯、角、散之
外别有此器。”“《特牲》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礼无觥，不在五爵之例。”②虽
说觥“不在五爵之例”，但“五爵”用于“饷”而觥用于“罚”，是功能相关；“觥亦五升”或“容七升”，是容量
相关。许慎觉得七升过大、难以一饮而尽，段玉裁则对许慎的质疑不以为然：“五升亦恐非一饮能
尽。”③王国维认为觥字有廓义，形容其容量之大④。正是因为觥容量大，所以才用作“罚爵”。“罚爵”
容量最大，当然也是“以小为贵”的一个体现了。罚酒使用角状饮酒器，应系古俗；而礼家让觥的容量
与“五爵”大小相接，反证了“五爵”系容量概念。觥与“五爵”的关系，便可以说成是“５＋１”的关系。
“觥”作角形、其名称仍有器形意义，但在相当程度上，这个器名也“容量化”了。

５．勺：酌酒器的“容量化”与爵名转移
《考工记》：“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觯）三升。”勺是酌酒器。为什么“勺一升”呢？显然

是为了配合饮酒器的“容量化”：为爵酌酒，一勺即成；为觯酌酒，三勺而就，余类推。这就节约了很多
动作。东周列国度量衡差异很大，一升之容量，小者１６０毫升，大者２３６毫升⑤。取其均值，不妨以“１
升≈２００毫升”计，来把握五等容量的大致等差。若把勺及其容量也考虑在内，“五爵”体制又可以表
示为“１＋５＋１”了，前一个“１”就是酌酒之勺。七器之容量井然有序。

前面提到了两件自名为“爵”的伯公父勺，或称为斗———勺、斗皆酌器之名，属西周晚期。勺或斗
而自名为“爵”，这一点引起了很多关注，学者认为这类器物就是当时称“爵”的器物，应即文献中的
“爵”，甚至还有人认定其为饮酒器⑥。朱凤瀚认为这件器物应名之为“斗”，用于酌酒；其铭文云“用
献，用酌，用享，用孝”，“‘用酌’即往饮酒器中酌酒”，“此型斗亦称‘爵’，表明爵在当时已可以作为酒器
之泛称，或者此种斗与温酒器之爵是同名而异形之器”⑦。王帅也提出，从器形上看这种斗不适合饮
酒，不应是生人用的饮酒器⑧。较之释为饮酒器，认定这件勺或斗为酌酒器，更为合理。

酌酒器却自名为“爵”，这便引发了我们的又一猜想。历史早期的习惯，是从三足温酒器向饮酒器
酌酒，所以“爵＋觚”曾是商代最重要的酒器组合。周初“爵＋觯”的比例上升，仍是温酒器与饮酒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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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方腹或椭圆形腹的酒器称觥，有流有盖，其盖为兽头形，或整个酒器作兽形。盛行于商后期与西周前期。因为有的觥
出土时其中有勺，容庚遂指出“可知此器乃盛酒之器而非饮酒之器”。见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５２页。这种觥
与此处的讨论无关。
《毛诗》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７８页中栏。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８７页上栏。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说觥》，第１４７页。

详见丘光明、邱隆、杨平：《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九章，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如马承源名之为“白公父爵”，说它是“东周饰雀的饮器”。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

１７１页。张持平说从三足爵到圈足爵（即勺或瓒）的变化，影响了“爵”之字形变化，《毛公鼎》中的“爵”字下部作圈足，而非三
足。氏著：《商周用爵制度的提出及初步研究》，吴浩坤、陈克伦主编：《文博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４８页。李学勤：“爵自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消失，但并非绝嗣无后，而是被‘伯公父勺’式的器物所替代。‘伯公父勺’的器名仍
应释‘爵’，晚期文献中的‘爵’就是这种‘爵’。”引自李零：《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出土文献研究》第５辑，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５页。李零也认为“这种爵……应即礼书中频频提到的爵”。见其《关于铜器分类的思考———自其不变而观
之》，氏著：《出山与入塞》，第２５３页。又何景成：“文献中作为饮酒器的‘爵’，其形制应该如本文所讨论的器物（指伯公父
勺）。”氏著：《论包山简合欢之觞———兼说爵的形制》，张光裕、黄德宽编：《古文字学论稿》，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第３８９页。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２７４页。

王帅：《略论考古发现中的青铜斗形器》，《古代文明》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４３页。



搭配。也就是说，商至周初的通行做法，是用三足爵向觚或觯里酌酒。可后来饮酒习惯变了，不温酒
了，人们改用勺从酒壶中舀酒，再向饮酒器注酒。这样一来，就变成勺与饮酒器成龙配套了。我们推
想就在其间，“爵”这个昔日的温酒器名，被酌酒器勺沿用了，其间的纽带，就是共同的酌酒功能。春秋
出现了“五爵”组合，称“爵”的勺跟“五爵”搭配使用，其容量被确定为一升。而最高贵的饮酒器最小，
其容量也是一升，所容与勺同为“一爵”。用一升之“爵”（即勺）向一升之饮酒器注酒之后，就可以说
“请您饮用这一爵之酒”了。由此，一升之饮酒器也名之为“爵”了。三足温酒器之“爵”名，以酌酒器
“勺”为中介，就如此这般地传导到一升饮酒器上来了。又因“五爵”都靠称“爵”的勺酌酒，其容量分别
为一爵、二爵、三爵、四爵、五爵，于是“爵”进而又成了饮酒器之通称。五种饮酒器通称为“爵”，分称则
是爵、觚、觯、角、散（斝）。从礼书中的饮酒称谓看，容量化的器名组合在春秋形成并通称为“爵”之后，
勺或斗又不称“爵”了。相关的器名变化，在逻辑上说，就是从三足温酒器称爵，再到勺或斗等酌酒器
称爵，再到一升之饮酒器称爵，再到诸饮酒器通称为爵。这个变化的阶段性，略如下图所示：

爵
三足温酒器

→ 爵
勺等酌酒器

→ 爵
一升饮酒器

→ 爵
五等饮酒器

这个变化显然也把作为温酒器的角、斝卷入在内了，角、斝之名伴随着“爵”之转移，而被转用作特
定容量的饮酒器名。这个变化也波及到伯公父勺，它作为酌酒器也称“爵”，接替了昔日三足爵的酌酒
功能。但马上就能看到，伯公父勺并非礼书之所谓“爵”，其“爵”名处于上图所示的第二阶段，而不是
第三、四阶段。而且春秋饮酒礼所用勺，也不是伯公父勺那个样子，战国宴乐图上的勺形可资参考，参
看下文第四节。无论如何，上述“爵”名转移之假说，也许就使“五爵”袭用“五器”旧名的隐情，清晰具
体了一些。

再看“政治需要”。政治需要就是通过“以小为贵”的酒器设计，来维系尊卑贵贱。为此就必须使
用多种酒器，不同酒器就必须按容量区别开来，以较小的饮酒器展示尊贵者的身份，以较大的饮酒器
展示卑贱者的身份。

《礼记·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祭祖礼上在向尸献酒时，应依一
己身份之异而使用容量不同的饮酒器。孔颖达疏：“《特牲》云主人献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
食洗散以献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诸侯及大夫皆献尸以爵，无贱者献以
散之文，礼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献尸用角’者，下大夫也。”《仪礼·特牲馈食礼》叙述士祭
祖，“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是士用四升之角献尸；“利洗散，献于尸”，是佐食者用五升之散献尸。“下
大夫”，就是士比大夫低下的意思。孔疏又云“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者，崔氏云：“按《特牲》、《少牢礼》，
尸入举奠觯，是‘尊者举觯’。《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饮者，是‘卑者举角’，此是士礼耳。”①尸是尊
者，用觯尝酒；主人相对于尸是为卑者，受尸酢时用角尝酒。参照孔疏及崔灵恩，天子、诸侯及大夫献
尸以爵，尸奠用觯，士用角，佐食用散。由此，“五爵”就把“以小为贵”落到了实处。

除了根据一己身份高低而使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之外，还有另一做法：根据献酒对象的不同，换
用不同容量的饮酒器。其事如《仪礼·大射》：“主人洗、酌，献士于西阶上。”郑玄注：“献士用觯，士贱
也。”贾公彦疏：“言‘献士用觯’，对上献大夫已上觚。觚二升，觯三升，用大者贱，用小者尊，故云‘士贱
也’。”所谓“对上献大夫已上觚”，是就《大射》中的如下礼文而言的：“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
献于公。”“主人洗觚，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主人洗觚，升，献大夫于西阶上。”②向国君及公卿大夫
献酒，用二升之觚；向士献酒，士贱，便换用三升之觯。是献尊者则用小爵，献贱者便换用大爵。又《仪
礼·燕礼》也有“献士于西阶上”等环节③，与大射礼类似，据郑玄注，这仍是“献士用觯，士贱也”之意，
同于大射礼。这样一来，“五爵”的用法就更复杂了：用多大的饮酒器，有时候依一己身份而定，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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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３３页中栏、１０４２页下栏、１０２２页中栏。



依对方身份而定。
除了维系尊卑贵贱，“五爵”还用于维系亲疏长幼。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齐家”与“治国”同等重

要，“家事”与“国事”都是“天下事”。《仪礼·特牲馈食礼》：“实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这五种
饮酒器怎么使用呢？郑玄总结说：“二爵者，为宾献爵止，主妇当致也。二觚，长兄弟酬众宾长为加爵，
二人班同，宜接并也。四觯，一酌奠，其三，长兄弟酬宾，卒受者，与宾弟子、兄弟弟子举觯于其长，礼
杀，事相接。”①在祭祖之礼上，主妇、长兄弟、众兄弟、宾长、众宾、宾弟子、兄弟弟子等，因亲疏长幼有
异，所使用的饮酒器亦容量各异。

体察相关典礼上“五爵”的具体用法，便又可以做一小结了：

１．《仪礼》相关篇章表明，必须有五种饮酒器存在，那些典礼才能正常进行；若爵不为“五”，相关的
礼文便失去意义了。比如说，若爵、觯、角、散无别，则天子、诸侯、大夫、士及佐食献尸的礼文就有问题
了；若觚、觯无别，则主人献公卿大夫与献士的差异就说不通了。又《考工记》：“献以爵而酬以觚
（觯）。”献、酢用爵，酬时主宾改用觯，彭林谓“酬的酒器用觯而不用爵，含有更新示敬之意”。其实除了
“更新示敬”，还在于彭林随后的又一阐述：“酬酒的礼数比献酒低。”②爵觯有别、爵高于觯，可以认为
是“礼数低”的一个体现。所以“五爵”之制不可能是后人凿空悬拟、向壁虚构的，典礼上的用法表明，
五等容量的饮酒器不可或缺。

２．《礼记·礼器》把“五爵”不同用法概括为“以小为贵”，应系礼家常识，也非后人所能凿空悬拟、
向壁虚构。据沈文倬意见，《礼记》乃是《仪礼》相关内容的传记。如《礼记·礼器》的“君尊瓦甒”之语，
沈氏就认为是对《仪礼·燕礼》“公尊瓦大两”之解说③，当然也是对《仪礼·大射》“膳尊两甒”之解说
了。准以此例，《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便是对《仪礼·大射礼》《燕
礼》《特牲馈食礼》（及《少牢馈食礼》）相关礼节的解说。则“五爵”之别必定是大小之别；若非大小之
别，“以小为贵”就没有着落了。

３．周汉间所传述的“五爵”容量五等之差，与《仪礼》中爵、觚、觯、角、散的用法皆相吻合，大小必有
具体容量，“以小为贵”就是靠这个五等之差来实现的，则这个容量等差亦非凿空悬拟、向壁虚构。

在典礼的不同环节，因不同参与者的身份，饮酒器随时换用、变动不居。今人觉得太过琐细无谓，
当事人却如鱼得水、乐此不疲。“容量化器名”与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秩序完美配合，无缝对接，水乳交
融，浑然一体。这么复杂精巧的饮酒器制度，在世界史的范围看也绝无仅有吧。没听说过还有其他什
么地方，产生过这种因人而异不断换酒杯的饮酒规矩。事实上，我们写作此文的目的之一，便是展示
传统等级礼制的精致性。它塑造了一套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制。

四　“凡诸觞皆形同”与战国宴乐图所见酒器

必须承认，证明了爵、觚、觯、角、散（斝）有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之别，还不足以证明它们形
制无异。从逻辑上说，这距离“五爵系容量化器名”还有一步之遥。因为读者将这样质疑：就算爵、觚、
觯、角、散容量有异，但它们仍然可以器形不同啊。若“五爵”在器形上也有差异，即如商周“五器”那样
大的差异，则“五爵系容量化器名”的论点便流于片面，甚至失效了。然而传统礼学家不那么看，他们
传述着一个古老说法———“凡诸觞皆形同”。

“五爵”系容量概念，今人对之多半很陌生了，然而在礼学家那里，这一点曾是常识。在宋儒的论
述之中，就能看到这一情况。请看：

　　１．聂崇义：旧《图》云“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④。

２．王黻：若夫觯与角，则以类相从。故昔之礼学者谓诸觞其形惟一，特于所实之数多少，则名自是而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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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１９２页上栏。

彭林译注：《仪礼》，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５页。

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一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９册，第１６７页下栏。



故三升则为觯，四升则为角，如是而已耳①。

３．章如愚：觚，一升曰觚……凡诸觞形皆同，升数则异②。

４．陈祥道：先儒言“诸觞皆形制同，而升数异。”然爵如雀，觚不圆（原注：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古者破

觚为圆，殳体八觚，坛有八觚）。则诸觞形制安得而同哉③！

由第１条“旧《图》云”一语得知，“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不仅仅是宋人的认识，而是早有其说，源远
流长。那说法出自礼图的绘制者，绘制礼图就必须弄清器物形制；对各种饮酒器形，历代绘制者传承
着一个“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的认识。聂崇义作《三礼图》时参考了六种汉唐礼图，它们分别出自
郑玄、阮谌、梁正、夏侯伏朗、开皇官撰、张镒。尚不清楚那个认识始于何图。无论如何，“凡诸觞皆形
同，升数则异”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是渊源有自。人们叙述礼图通常以郑玄为始，其实在郑玄之前已有
礼图存在了④。所以从理论上说，“旧《图》云”的上限可以早至汉代。汉代治礼经的学者及韩诗、毛
诗、周礼诸家学者，还有叔孙通、许慎、马融、郑玄等经学名家，都是认同“容量化器名”的。叔孙通的
《汉礼器制度》一书，为若干礼器提供了尺寸⑤，提供尺寸的目的是以供制造，那么就可能是辅之以图
的，好让工匠依图制造。若然，则《汉礼器制度》中的“觚大二升，觯大三升”之文，也有可能辅之以图，
那图样可能已是“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了。“旧《图》云”的时间段可以推定在汉唐之间，也不排除
来自先秦。

第２条中，王黻亦云“昔之礼学者谓诸觞其形惟一”，“昔之礼学者”的提法，再次表明那个论点古
已有之。那论点确有卓见：礼家认定爵、觚、觯、角、散外形无别，“诸觞其形惟一”；“特于所实之数多
少，则名自是而判焉”，称爵还是称觚、称觯、称角、称散，仅仅取决于容量大小；能盛三升酒的，礼乐人
员就称之为觯；能盛四升酒的，礼乐人员就称之为角。仅此而已。《宣和博古图》中的商周器名是以器
形为基础的；然而同时，能看到作者又很清楚礼家“诸觞其形惟一”的旧说，知道“昔之礼学家”所遵循
的是另一套称谓原理。这一情况，是不能不留意的。

第３条所见，是章如愚传述“旧《图》云”的观点。此后宋元明清，仍有若干学者传述着这个“旧
《图》云”或“《礼图》云”。恕不备引，以免冗芜。

在第４条中，陈祥道以“爵如雀，觚不圆”来反驳“凡诸觞皆形制同，而升数异”之说，看来他对古礼
书的“酒器称谓原理”认识有阙，未能理解礼书“五爵”并不等于商周“五器”。清儒阎若璩亦云：“若以
‘诸觞形制同，升数异，名遂因之而判’，殊不知《博古图录》有立戈觯容四合，文贝觯容五合，较双弓角
容七合者固小，不又有容八合之山觯乎？是觯、角之别以形，不尽以量。”⑥阎若璩的驳议与陈祥道同
病，他不知道“凡诸觞形制同，升数异”乃是“礼学话语”，只对若干古礼有效，不能绳以实物器形。总
之，传统礼学家早就在传述“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了，虽然这没有引起今人的足够重视。

说“凡诸觞皆形同”，那它们总得有个样子吧？这样的追问，也是不可避免、无从回避的。对春秋
以来的饮酒礼器可能是什么样子，传世文献与考古实物中的线索不足，而东周的宴乐图像可以提供
帮助。

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若干铜器上出现了嵌错或刻纹的生活图像。最初以狩猎纹为主，在公元
前五世纪中叶，又开始流行射侯、采桑、弋射、宴乐、水陆攻战等题材，其画面相当写实，栩栩如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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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一六，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９页。

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四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９３６册，第５９８页下栏。

陈祥道：《礼书》卷九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０册，第６１０页下栏～６１１页上栏。
《诗·周南·卷耳》郑玄笺：“觥……《韩诗》云容五升，《礼图》云容七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７８页中栏）郑玄自己
所引的《礼图》，当然不是郑玄自己所作的，则郑玄之前已有礼图了。乔辉提出汉成帝时已有礼图，《魏书·乐志》：“汉成帝
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这类礼图应当构成了郑玄绘制《三礼图》的样图。见其
《郑玄撰三礼图真伪考》，《文艺评论》２０１１年１０期，第１５６页。
《周礼·天官·凌人》郑玄注：“《汉礼器制度》：大槃广八尺，长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阮谌《三
礼图》：《汉礼器制度》云：冕制，皆长尺六寸，广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分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７１页上栏、１７４１页下栏。

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５９册，第４０１页下栏。

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１０期，第２６～２８页；叶小燕：《东周刻画铜器》，《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２
期，第１５８～１６４页；许雅惠：《东周的图像纹铜器与刻纹铜器》，《故宫学术季刊》第２０卷第２期，２００２年，第６３～８３页。



铜器刻纹的出现与流行，大致与《仪礼》十七篇的编纂同时①。“铭之金石”是一项专门工艺，得以“铭
之金石”的生活写真，无疑就是被认为值得入画、可供欣赏的重要场面。学者对照礼书、比较异同，收
获颇丰，他们发现射侯纹饰、宴乐纹饰中的不少场景，都可以同射礼、乡饮酒礼、飨燕之礼比照印证。
看来春秋战国之际古风未泯，贵族们不忘初心、一如既往，仍以射侯、乡饮、飨燕为娱乐之方。相关研
究便给我们以这一信心：宴乐图中所见酒器，跟春秋礼制高度相关。那么利用宴乐图所见酒器检核礼
书“五爵”，就势在必行。

“五爵”之中有角。除了一种类爵的三足温酒器称“角”之外，商周还存在着犀角或牛角形的酒器
实物。容庚：“上述的角（三足角）或是爵的变形，而此角方是真角。”②而战国宴乐图也显示，角状器确
实是现实生活中的饮酒器。朱凤瀚：“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墓出土铜器残片上的刻纹，绘有一位贵
族式的人物在使用一较长的角状器饮酒，或即所谓兕爵，皆证明东周时仍使用此种牛角形饮酒器。此
种贵族使用的兕爵如非真牛角，即有可能是铜质的，但春秋时铜兕角状器即使有，亦甚为罕见，故更大
的可能是其乃用其他质料所制。”③六合程桥墓之铜残片刻纹，参看图２－１；图２－２中也有一个角爵。

图２　宴乐图所见角爵

１．铜残片刻纹。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３期，第１１４页，图一三。

２．铜匜纹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第９页，图二○１。

两图均系战国初年作品。两图所见，不但所用角爵酷似，而且两个人都是坐着饮酒的，坐姿雷同，
也许是醉酒之后的坐饮罚酒景象。

宴乐图人物的手持之物，大致是两种物品：用来进食的豆，或用来饮酒的大口筒形器。饮酒图像
形成了若干格套，往往重复出现。这里选择若干，以供观览判断。图３可供观察典礼场景，图４可供
观察酒器细部。

在各种宴乐图中，饮酒器的形象高度一致，除了角形酒器外，基本就是图３、图４所展示的那种筒
形器了。其器身或呈细腰喇叭形，或上粗下细。大多是手持的，也有放在地上的。能放在地上，便说
明它们不是角爵，角爵器身弯曲，一头尖，是无法竖立放置的。当然，图３－１、图３－２中，有几个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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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沈文倬意见，《仪礼》十七篇是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后学陆续撰成的。见其《略论礼典
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收入氏著：《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５４页。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４４页。“真角”指安阳西北冈墓所见角状器，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所见角状器及《西
清续鉴》所录兕觥。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器下端很尖，似是角爵，但考虑到绘制与摹写可能存在的误差，还不宜贸然确认为角，存疑可也。

图３　献酒场景

１．铜匜纹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５页，图五二上。

２．铜匜纹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第６６页，图五三１。

３．铜匜纹饰。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第２８页，图六１。

４．铜盘残片刻纹。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１９９页，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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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筒形饮酒器细部

１．铜壶纹饰。杨秉礼：《史论凤翔高王寺镶嵌射宴壶》，《西北美术》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２２页，附图三。

２．铜壶纹饰。杨宗荣《战国绘画资料》，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图２０，黑白反转。

３．铜匜纹饰。《中国青铜器全集》８，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４页，图一○五。

４．铜残片纹饰。林溪：《战国刻绘燕乐画像铜器残片》，《文物》１９６２年第２期，第４页，右图。

商周“五器”是一个“温酒器＋饮酒器”的组合。然而三足有柱的爵形器、角形器、斝形器，在宴乐
图中无迹可寻。它们自西周中期就消沉了。如前所述，我们猜测在某个时候饮酒习惯变了，不再温
酒。这在宴乐图上也有迹象。请看图５。

图５　酌酒场景

１．铜匜刻纹。长沙黄泥坑 Ｍ５。湖南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第４９页，图二２。

２．铜椭杯刻纹。上海博物馆藏。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１０期，第２９页，图一。

３．铜壶刻纹。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图版六４。杨秉礼：《试论凤翔高王

寺镶嵌射宴壶》，《西北美术》１９９７年４期，第２３页，附图三。

４．铜壶刻纹。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图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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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是两人用勺从罍中酌酒。图５－２是一人用勺给另一人酌酒。图５－３、图５－４，都是一
人右手持勺，给左手中的饮酒器酌酒。温酒程序显已省略。礼书所见，“勺”恰好也是酌酒器。《仪
礼·乡饮酒礼》：“尊两壶于房户间，斯禁。”“加二勺于两壶。”《乡射礼》：“两壶，斯禁，左玄酒，皆加
勺。”①出土的铜壶、铜罍，恰好也往往有勺与之搭配。所以我们认为，这种长柄勺是继三足爵而起的
第二种“爵”。伯公父爵是短柄大首，实际并不适合挹取②。虽然勺、斗互训，但在器形上把短柄大首
的另称为“斗”，则便于区分。猜想长柄勺与短柄大首之斗，都是因为温酒习惯消失，作为酌酒器而一
度承袭了三足爵的爵称的。

温酒器爵、角、斝的名称发生了转移，在“五器”之中，剩下的还有觚与觯，它们原本就是饮酒器之
名。王恩田态度谨慎，对宴乐图中的饮酒器，只称为“筒形器”而已：“关于饮酒器，《仪礼》一书经常提
到的有觯、觚、爵等。现在考古上使用的觯、觚、爵等器名，系宋人所定，是否即《仪礼》中所用，还是一
个很大的疑问。由于《仪礼》、《周礼》中觚、觯、爵三字古今文颇多混淆，郑玄多次指出过这一点。而典
籍及注疏中又多言容积而不言其形状。所以赵固鉴等图案中的饮酒器还很难确定其名称。”③

另一些学者把那些筒形饮酒器径称为“觯”。如，对山彪镇铜鉴刻纹中的筒形酒器，郭宝钧称
觯④；对上海博物馆藏铜椭杯刻纹中的筒形酒器，马承源称觯⑤；对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铜壶刻纹中的
筒形酒器，发掘报告及杜恒称觯⑥。

扬之水则把上述筒形饮酒器认定为觚：“宾主手持的饮酒之器，细腰，两头如喇叭，上边大，下边略
小，则可以认出是觚。”“不过觚出现在早已不用它来饮酒的东周，则可能只是艺术中的复古。在商和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觚常常和爵伴随出土，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觚已经不常见，不过仍有精致的漆木制
品：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木胎漆觚，彩饰之外，还贴了金箔，并镶嵌着绿松石。在用羽觞饮酒的时
代，觚大约仍是保存古意的礼器，并依然活跃在仪礼中。”⑦

首先无论称筒形器、还是称觯、称觚，读者都不难看到，学者们都默认了宴乐图所见只有一种酒
器，而不是五种不同的酒器，若不计偶或一见的角爵。这对“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对“礼书五爵并非商
周五器”之论，可称强证。画面中除了饮酒之爵之外，还能看到酌酒之勺及罚酒之角，这一情况，也跟
本文所归纳的“１＋５＋１”的酒器组合相吻合。不同宴乐图上的筒形器，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微小差异。
那可能是酒器图像过于细小、刻工手法有异造成的，也可能是摹拓时的畸变引起的，也可能它们的实
物本来就有差异。大家都知道孔夫子的“觚不觚，觚哉觚哉”之叹，足见现实中的饮酒器会因地因时而
发生变形，而且其变形程度足以给孔子“面目全非”之感。总体说来，各种宴乐图所见饮酒器，可以认
定为同一器物，是所谓“凡诸觞皆形同”。

当然，商周之觚与宴乐图上的筒形器最接近，扬之水把筒形器认定为觚，最为可取。同时周代的
青铜觯也有喇叭口、细腰的，青铜酒杯也有上边大、下边略细的。如前所述，西周早期有一件觚形器自
名为“同”，同者筒也。排除了温酒器爵、角、斝，商周的实用饮酒器主要就是觚、觯及杯、尊。它们都是
筒形。张懋镕又指出觚、尊、觯、杯在器形上有“相生关系”，存在着很多中间形态，如觚形杯、觚形尊、

觯形尊之类⑧。也许在东周的饮酒典礼上，各种筒形饮酒器已混同一事，其称谓都以容量为别了。
青铜觚、觯在西周中期已消沉下去，战国以来“羽觞”（即椭圆形耳杯）等新兴酒器蔚成新潮，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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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８０页下栏、９９３页中栏。

王帅指出：“挹取的功能决定了斗或勺的柄部必须有足够的长度。”而伯公父爵不符合这一点。见其《略论考古发现中的青铜
斗形器》，《古代文明》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４４页。

王恩田：《辉县赵固刻纹鉴图说》，《文物集刊》２，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页。

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第２８页。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地下的两个豆，在文中被误称为觚。又杜恒：《试论百花潭嵌错图像铜
壶》。二文分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３期，第４４、４９页。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１页。

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收入氏著：《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２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３５页。



对宴乐图中的觚该怎么看呢？对此扬之水的解释有二：一说宴乐图中的觚只是“艺术中的复古”，一说
漆木觚依然被用在仪礼之中。目前似乎还无法超越这两种解释，或者宴乐图仅系“艺术复古”，或因木
制饮酒器易于朽烂，故春秋考古中未见实物。但无论如何，孔子见过觚，《仪礼》有觚，宴乐图上的饮酒
器形不会是绘制者的杜撰想象，应即往昔或现实中的实物之写真。学人指出出土的战国器物有一个
有趣处：传统礼器依然存在着，同时又涌现出很多时尚的新器具。某些王公陵墓中的礼器与生活用具
分藏于不同库室，礼器仍是朴素厚重的传统样式，生活用具则多姿多彩。饮酒器或有类似情况：传统
礼器和新潮酒器一度并存不悖。宴乐图在战国初出现，看上去是春秋礼制的落日余晖，此时仍有卿大
夫以射礼、乡饮酒礼、飨燕之礼等为娱乐，仍乐于使用传统样式的礼器，包括筒形酒器。随后，“花到荼
蘼春事了”，礼崩乐坏。

本文对“容量化器名”的讨论，其核心论点概述如下：

１．因三足爵、角、斝皆是温酒器，而非饮酒器，所以商周“五器”不可能是礼书“五爵”。

２．礼家称“五爵”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而礼书中的“五爵”用法，确切证明了“以小为贵”
的容量等差的存在。

３．考古所见商周常用饮酒器觚、觯、杯、尊等，都是筒形。就“筒形”而言，礼家“凡诸觞皆形同”之
说与之相符，可以成立。

４．战国宴乐图所见筒形饮酒器，进一步证成了“凡诸觞皆形同”。
据此，礼书“五爵”系“容量化器名”的判断，殆无疑义。既然“五爵”都是筒形饮酒器，那么征引礼书“五
爵”以论商周“五器”或以商周“五器”释礼书“五爵”的各种既往做法，都属沙上建塔，不妨考虑放弃。
进而对礼书所见盛酒器名，也有了反省的必要。

“五爵”或“五爵＋觥”的礼器制度，并非特例。为了业务需要与政治需要，礼家经常使用这样的命
名策略。这就意味着它是实用主义的、政治化的。今人为古器物分类定名，遵循的是科学分类原理，
跟先秦礼家的称谓原理就相当不同了。若对各种礼书中各种器物的命名策略做一综合研究，那应是
一件可以计日程功的工作，刷新人们对古器名、进而是古礼制的认识。学人不妨尝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１－０７
作者阎步克，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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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ｗｉ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ｕｔ　ｓａｍｅ　ｉｎ　ｓｈａｐｅ”．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ｎ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ｗｉ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ｉ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ｂｏｏｋ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ｓ“ｎａｍｉｎｇ　ｂｙ　ｖｏｌｕｍｅ”．Ｓｕｃｈ　ａ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ｎｏｂｌ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ｏｎ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ｂｌ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ｏｎｅｓ．Ｔｈｉ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ｉ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Ｑ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ｒｉｔｕａｌ　ｂｏｏｋｓ；ｆｉｖｅ　ｗｉｎ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ｎ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ｂｙ　ｖｏｌｕｍｅ

【责任编校　徐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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